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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先生（1909-1978）論清代學術 

黃兆強
 

一、前言 

當代學界人物中，個人最佩服者乃係為教育事業、為文化理想、為弘揚中華傳統文化、

為人文化成天下而畢生努力奉獻的當代大儒業師唐君毅先生。1
 唐先生本人的著作暨研究唐

先生並悼念唐先生的文章在先生仙逝後彙整成三十鉅冊，命名為《唐君毅全集》，都一千萬言

2。三十鉅冊中所處理的問題，除中國哲學及廣義的中國哲學史的問題外，更有不少篇幅是討

論一般的中國學術問題和文化問題的3。其中討論清代學術問題獨具隻眼，能畫龍點睛而道說

                                                        
 本文乃應東海大學文學院及佛光大學人文學院 2008.10.24-25 假東海大學舉辦「經世與考據：清代學術

思想研討會—紀念牟潤孫教授百年冥誕」而撰寫。10 月 25 日發表時，承蒙大會委請成功大學歷史學

系博士班研究生陳麗惠小姐擔任特約討論人（按：大會所有論文皆委請博士生擔任特約討論人，頗具

特色），謹致謝忱。大會閉幕時，主持人希望各文章不作修改而以原貎呈現，是以今僅補上文章起首

處所見之六個標題，以醒眉目；全文最後一段則改了四五個字；〈前言〉部份則對本文徵引唐先生之

文獻之先後順序作了一點小更動；其他則一仍其舊，不作進一步修改。 
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 
1 筆者嘗撰著不下十篇文章以闡述弘揚師說。其中就唐先生的史學思想來說，即草成下列七文；茲開列

如下，謹供參考： 

（一）〈唐君毅先生之歷史哲學〉，香港：《華僑日報〃人文雙週刊》，1980 年 2 月 5 日。 

（二）〈唐君毅先生的歷史知識論〉，應邀發表於（台北）鵝湖雜誌社等主辦，「第四屆當代新儒學國際

學術會議」，台北：1996 年 12 月 22-24 日。 

（三）〈唐君毅先生對歷史哲學的省察－史學價值論〉，台北：《東吳哲學學報》，1997 年 3 月，頁 49－

74。 

（四）〈唐君毅先生（1909-1978）的史學價值判斷論〉，台北：《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三十九期，

2007 年 9 月，頁 55-73。 

（五）〈唐君毅先生論春秋經傳〉，台中，《中興大學歷史學報》，第十九期，2007 年 11 月， 

由台北之台灣學生書局出版於 1991 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5 年從該版本中選取了若干種書而出版

了簡體字的版本。惟凡涉及批評中共政權或批判中共唯物主義等等的所謂違礙文字，在該版本中均一

概刪去。是以欲觀唐先生著述之全貎，恐必得參閱學生書局之版本。 
2 由台北之台灣學生書局出版於 1991 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5 年從該版本中選取了若干種書而出

版了簡體字的版本。惟凡涉及批評中共政權或批判中共唯物主義等等的所謂違礙文字，在該版本中均

一概刪去。是以欲觀唐先生著述之全貎，恐必得參閱學生書局之版本。 
3 唐先生對文化問題的各大端，如教育、宗教、科學、文學、史學、藝術、政治、經濟，以至體育、軍

事等等領域皆有廣泛且深入的研究。其悲天憫人及內恕孔悲的人類偉大情愫每瀰淪充塞其間，且分析

問題透闢深入而獨具隻眼。筆者每諷誦一次，內心必震憾一次。孙宙間竟能孕育滋潤而誕生如此偉大

的心靈，誠屬不可思議者也。吾能不愛孙宙而讚嘆其美妙乎！牟宗三先生觀人於微，看問題能見其大，

在唐先生逝世的悼念會上，嘗以「文化意識孙宙中之巨人」來稱頌唐先生，則唐先生對文化問題關注

之深廣及文化意識之濃烈，以至經世致用意識之濃烈，可以概見了。然而，個人以為「文化意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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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其精神及優缺點所在。一般研究中國學術史，甚至研究清代學術史之學者專家，所見固深

入透闢；然而，能夠統觀、籠罩整個中國學術發展史，兼能運用哲學之睿智，藉以指陳清代

學術之關鍵樞軸，並深中其肯綮者，恐不多見。今筆者不揣譾陋，嘗試爬梳勾稽唐先生著作

中的相關文字，冀一睹先生論述之要旨，並藉以弘揚師說焉。4
 

據閱覽所及，唐先生論述清代學術之文字，大抵見諸以下七種文獻。今以撰文先後開列

如下： 

（一）〈中國清代以來學術文化精神之省察〉，收入《人文精神之重建》（香港：新亞研究所，

1974）一書（原載《民主評論》一卷二十四期，1950 年 5 月），頁 105-126。此文為唐

先生論述清代學術之各相關文章中佔篇幅最多者。 

（二）〈孔子以後之中國學術文化精神〉，收入《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台北：正中書局，1953；

自序 1951）；為該書第四章，頁 45-55。論清學部份則佔頁 53-54。 

（三）〈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清代學術之重文物文字，及人文世界與自然世界之交界〉，收

入《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4），頁 1-44。（原載《祖國周刊》，

十卷九期，1954 年 5 月）論清學部份佔頁 35-37、42。 

                                                                                                                                                          
詞稍失諸籠統，非細讀牟先生之悼文及其後之另一文章（詳下文），則恐怕失焦而未能確實掌握唐先

生生命情愫及終極關懷所在，是以筆者不揣譾陋而撰寫了一篇小文，以闡述說明唐先生之「文化意識」

乃係以「人文意識」為核心、為主軸者。拙文名〈人文意識孙宙中之巨人－唐君毅先生〉。該文乃應

「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五十週年紀念國際研討會」主辦單位（台灣中央大學中文系、哲研所、台灣師

大國際與僑教學院、東方人文學術研究基金會、《鵝湖月刊》社均為主辦單位；會議日期：2008.05.02-04）

之邀請而在會議上發表者。牟宗三先生悼念唐先生之文章名〈哀悼唐君毅生生〉，收入《唐君毅先生

紀念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9），頁 146-151。此文又收入《唐君毅先生全集》（台北：台灣學

生書局，1991），卷三十《紀念集》。文後附錄另一文：〈「文化意識孙宙」一詞之釋義〉（撰於 1978 年

8 月，即唐先生以逝後半年）。該文又收入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義》（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0），

修訂六版，〈附錄〉。 
4 前成功大學中文系唐亦男教授嘗對相關問題作過研究，內容相當紥實細密，值得參看。唐亦男，〈唐

君毅先生對清代學術文化精神之省察〉，收入《中華文化論壇》（四川省社科院，1995 年 12 月 25 日

出版，第四期），頁 42-47。該文約八九千字，共分四節，標題如下：〈前言〉、〈有關清學的各種不同

觀點〉、〈唐先生對清代學術文化精神之省察〉、〈結論〉。第二節主要是討論清學備受爭議的各論點。

這包括以下三方面：清學的緣起、清學的內容和學人對清學的評價。其間，亦男教授列舉了顧炎武、

黃宗羲、顏元和近現代學人，如余英時、熊十力、侯外廬、張君勱等人的論說。其中有關余英時的論

點，亦男教授主要是引錄《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念通釋》和《論戴震與

章學誠〃自序》二文的說法。其實，余氏《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所收入

的〈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等文章，對清代思想與宋明儒學

傳統的關係等等問題的探討，其討論更見深入；宜兼看。第三節則含以下三點：清學與宋明理學、清

代哲學之價值及其限制、清代訓詁考證之學的價值及其流弊。亦男教授第二節所處理的課題，大皆為

前賢早已有所論述者，是以本文不擬重覆；讀者參看上揭余英時〈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

〈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等文章，即知其詳。本文欲處理者為唐先生本人對清學之論述。此則與

亦男教授文第三節之內容相類，唯筆者之論述進路及側重點，與亦男教授文有所不同，甚至所憑藉之

資料亦不全然相同。希拙文對亦男教授文有補苴罅漏之功。所謂「論述進路」，主要是指按照唐先生

相關文章撰寫時間之先後（如未悉撰著時間，則以出版時間算）來引錄、闡述先生之主張，藉以揭示

先生思想演進變化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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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國現代社會政治文化思想之方向，及海外知識分子對當前時代之態度〉，《中華人文

與當今世界》（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5），頁 628-662。論清學部份則佔頁 631-633。

（原載《明報月刊》，七十八期，1972 年 6 月，是演講稿。） 

（五）〈事勢之理在中國思想中之地位及三百年來之中國哲學中「道」之流行：清學與宋明之

學；清學之方向及其七型〉，《中國哲學原論．原教下》（香港：新亞研究所，1977），

頁 694-708（此部份，唐先生於文末註明寫於壬子年（1972）除夕。）此〈事勢之理〉

的一章討論清學問題是唐先生相關論述中佔篇幅比較多的。其中〈清學與宋明之學〉

的部份，先生在其他相關文章中亦多有涉及。然而，〈清學之方向及其七型〉的部份則

為其他相關文章沒有處理過的。這部份很值得參考。 

（六）〈中國文化之原始精神及其發展〉，《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5），

687-708。論清學部份則佔頁 699。（參首節，知本文約寫於 1970 年之後一二年間，是

演講稿。） 

（七）〈後序－當前時代之問題，本書之思想背景之形成及哲學之教化的意義．中國文化之過

去與現在〉，《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7），頁 1141（序文撰

寫年份是 1976 年。） 

（以下引述唐先生之主張，凡不出以上七文獻者，只要不引起誤會，出版資訊一概從簡。） 

二、人反對宋明理學乃由於清人誤解宋明理學 

唐先生論學之特色乃係能為綜持之論；絕不執一廢百而為孤高之論。恆以鑑空平衡之睿

智，本乎衷道原情之用心來看待、來解讀一時代學術發展之特色。依唐先生，清儒學術發展

之「歧出」中國學術發展之正途（正常軌道）而不能順接宋明儒學之發展，乃緣乎清人之誤

解宋明儒學。5
 撰成於 1950 年之〈中國清代以來學術文化精神之省察〉一文，即有如下的論

說： 

清代學者，對以前之宋明理學或宋明理學之根本精神，有一點大誤解，因而對於其自

身所代表之學術文化精神之限制，亦有未能深切自覺處。…… 

清代學者對宋明理學之根本精神之誤解，是以宋明理學為忽略實際，其根本精神是虛

玄不實的。6
 此種批評，在清初對理學末流而發，非無是處。7

 但以後之人，一直以

                                                        
5 當然，客觀大環境（滿清部族政權）是使得清人學術不能正常發展之另一重要原因。唐先生對此有深

切的認識，下文詳。 
6 胡適等學者沿襲清人之說，亦認為宋明理學是「空虛的玄談」。唐先生此處雖沒有指出胡適與清人有

同一個看法，但唐先生這個說法很明顯是與適之的看法相異的。胡適，〈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胡

適文存》（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75），第三集，頁 56。 
7 清兵入關，明朝覆亡，顏元對當時的士大夫有如下的描繪：「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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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理學之詬病，則不免謬見流傳。8
 

然則宋明理學之精神到底又是甚麼？本文不擬從唐先生論述心、性、理、氣，或所謂形

上、形下等等問題或概念入手來作相關的論述。〈中國清代以來學術文化精神之省察〉一文撰

寫於 1950 年 5 月，即中國大陸易手後之半年。作為「亡國」，甚且「亡天下」9
 之際的一個

極具強烈使命感及經世意圖的知識分子的唐先生來說，所關注的不是心、性、理、氣的書齋

學問10，而是民族與文化是否得以延續的大問題。此所以先生乃從文化史的角度來論述，而不

是從哲學史或哲學問題的角度作論述。先生說： 

我們如果真用一客觀眼光，從文化史來看，則宋明理學所代表之精神，實只是一如何

自覺的求樹立民族真生命，民族文化真生命之精神。……所以一定要講性與天道，以

深植本根，主靜主敬，以求凝斂精神，一定要闢佛老，以樹立儒學之統。理學家之不

滿漢唐，非不知漢唐時代，民族生命力之充沛。但此充沛，乃以才質天資勝，只可謂

之暗合於道。理學家要進一層自覺的求道：以人的工夫補天資氣質之所不足。理學家

注重道德實踐。個人的道德實踐，無不在人倫中，社會中表現。其不能忽實際是必然

的。而理學到陽明之講知行合一，動靜合一，更是現身說法，見學問於功業。王船山

之重禮樂刑政，其精神正是宋明理學之一脈下來。從此看清學中之重視學術之實際社

會效用，正是上接宋明，而當融攝於宋明學統之下的，根本無別立門庭之理由。11
 

先生之如此強調民族生命、文化生命，乃當時時世政局（大陸易手）之激盪下致之者。

先生即明言：「要使中國文化自唯物極權主義之統治救出來，必須回念清以前之精神，方能真

開闢世界文化與中國文化之新機運。」12
 清以前宋明儒學之精神是否真能有此旋乾轉坤之神

效，現今我們不必多問。然而，「中國自唯物極權主義之統治救出來」，則必然為使命感強烈

及經世意識濃烈的唐先生當時最大的關注所在。在唐先生來說，他是深信宋明儒學是解救民

族生命和文化生命的一劑靈丹妙藥。宋明儒學重視人，人落實在現實上便成各民族。各民族

之能否「各正性命」13，各彰顯、承續其故有之慧命，乃端賴人文化成（文化）之是否能有充

                                                                                                                                                          
顧、王、黃固為例外。但一般王學末流的讀書人恐怕只有此消極的表現了。其實能自盡以報君王已算

不錯，等而下之者早已趕著去巴結奉迎新主子而唯恐不及了。上引顏元語，一時未能覓得出處；今轉

錄自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海：中華書局，1937），頁 4。 
8 上揭〈中國清代以來學術文化精神之省察〉，頁 106。 
9 改朝換代是謂亡國，具偉大傳統的中華文化被革掉是謂亡天下。顧炎武論之詳矣，今從略。 
10 筆者這樣說，不是說唐先生沒有關注、處理這些問題。其實，先生是有處理這些問題的；然而，那主

要是 1960 及 1970 年代以後的事。《中國哲學原論》的《導論篇》、《原性篇》、《原教篇》等即嘗予以

充份的處理。 
11 上揭〈中國清代以來學術文化精神之省察〉，頁 106-017。 
12 上揭〈中國清代以來學術文化精神之省察〉，頁 105。 
13 語出《易經〃乾卦》；原文為：「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 



唐君毅先生（1909-1978）論清代學術                      35 

 

盈且全幅之表現及開展。有相承相續之表現，乃所以成生命也，是之謂文化生命。先生即如

是說： 

真正能鼓舞陶冶一民族之精神之思想，亦至少必頇是重視人在孙宙之特殊地位，注重

人之尊嚴、人之價值－因而必然是在原則上強調理想之重要、心之重要的。依心之理

想，來提起精神，建立民族生命、文化生命，亦即是理生氣。然而這種意思，清代的

思想家並不真了解。…… 

宋明理學家則自覺是要建立民族之生命，民族之文化生命。其精神便不只是橫的，只

照顧實現社會的，而是兼澈上澈下，頂天立地的。……此心是超越個體之天心，或孙

宙心，普遍心，這個理這個心不僅我有，人人都有。因為我不能私佔這個理這個心。

你私佔之，他就離開你。故此理為天理，此心即天心。這個意思，在現代來講，頇大

費周折。清代人便不懂。…… 

一定要談政治，談民族之自主；不能蜷伏於異族之壓迫之下，而只談社會改良。一定

要尊敬自己之祖宗，自己之歷史文化。……這種意思，明末清初，王船山雖窮老荒山，

猶念茲在茲。顧亭林、黃梨洲，已不能痛快說了。14
 多次的文字獄，博學鴻詞科，把

中華民族讀書人之志氣摧殘盡了。誰還能有宋明理學家之氣慨？顏李戴焦，能在民生

社會上用心，已經很可貴了。我們何能多責？然而我們可不責他們個人思想之不能如

宋明理學家之澈上澈下，從民族人類生命歷史文化生命之延續上用心；我們卻不能不

說中國近代民族的生命精神之降落之始於清。善觀世運者，當知及今猶不能振拔之根

原在此。15
 

上引文最可注意者乃先生兩次指出清人不解宋明儒學精神而不知民族生命及文化生命之可

貴。馴致乎中國大陸政權捨棄國人最重視之人文精神而代之以唯物主義，兼之又倡言無產階

級之工人無祖國，而以推動、落實唯物主義和階級鬥爭之老大哥蘇俄為祖國，則吾華夏民族

及中華文化皆棄之如蔽屣而不復存在於天地間也。悲乎！痛乎！ 

自序於 1951 年而出版於 1953 年的《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其言論與上揭撰著於 1950

年的〈中國清代以來學術文化精神之省察〉一文，頗有相類似之處。該書第四章〈孔子以後

之中國學術文化精神〉明確指出晚明三大儒，如顧炎武、黃梨洲、王船山等，猶能上繼宋明

理學之發展而重視民族之生機及文化精神之自覺，惜「清儒不能繼志」！16
 由此可知唐先生

在 1950 年及 1951 年對清人治學不能繼宋明儒學，甚至不解宋明儒學，其言論皆前後一貫者

也。此實 1949 年赤縣神州淪陷於赤炎之手後有感而發之言論；非純自學理而出之者也。 

                                                        
14 明末清初三大儒，確以船山最堅卓。亭林先生奉家母遺命，始終不事二姓，但三個外甥徐氏：徐乾學、

徐秉義、徐元文，皆清朝顯宦。梨洲晚節多可議，亦不爭之事實。 
15 上揭〈中國清代以來學術文化精神之省察〉，頁 108-113。 
16 上揭《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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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之價值及流弊 

唐先生圓融博厚、廣納百川；其論學，以至對不同學派之學術取向、價值取向，永遠是

優缺點都能兼顧的。即使是先生最反對的唯物主義，乃至所深惡的馬克思之思想，唐先生都

能找出該主義及其人思想之優點，而絕不一筆抹煞、全盤否定。同理，先生論清學，亦能道

出其優點所在。先生云： 

此三百年中，中國學術文化精神之反宋明，乃一方表現進步之勢，一方亦表現退步之

勢。……而要使中國文化自唯物極權主義之統治救出來，必頇回念清以前之精神，方

能真開闢世界文化與中國文化之新機運。 

清代文化學術之反宋明精神，在代表清代學術之精神之學者心目中，是反虛入實，反

師心自用，注重客觀之研究，注重學術之實際的社會效用。除掉清代學者在訓詁、校

刊、考證、輯佚之成就，及顏習齋、李恕谷、戴東原、焦里堂等之思想上之成就不論，

專就此種特重視客觀之研究，注重學術之實際社會效用言，未嘗不可說是宋明儒學精

神之一推進。對於宋明理學心學之流弊，亦不無補偏救敝之作用。清代學者之客觀的

研究精神，實近乎西洋近代科學精神。其所以未發展出科學，乃研究對象之不同，而

未必全是方法態度之不同。在民國之新文化運動中，胡適之等之一面提倡科學，一面

推尊清人治學之方法態度，梁任公諸人之以清學之興，比文藝復興，已見二者精神上

之契合之處。我們既不抺殺西方科學精神之價值，我們當然不能抺殺清代學術之精神

之價值。17
 

先生此論，可注意者有下列各點： 

（一） 先生念茲在茲的仍為：使中國文化自唯物極權主義之統治中解救出來，藉以開闢世界

文化與中國文化之新機運。 

（二） 肯定清代學者在訓詁、校刊、考證、輯佚等學問上本身之成就。18
 

（三） 肯定顏習齋、李恕谷、戴東原、焦里堂等清代一流思想家在思想上之成就。 

（四） 以上之（二）及（三）分別反映清人特別重視客觀之研究及注重學術之實際社會效用。

先生由此進一步指出，清人此等學風未嘗不可說是宋明儒學精神之一推進；對於宋明

                                                        
17 上揭〈中國清代以來學術文化精神之省察〉頁 105-106。 
18 其實，從事此等學問之清人，亦不必然全無經世致用的考量。惜以文網嚴密，時人縱使有強烈之經世

意圖，亦不得不埋首於故紙堆中以從事相關研究耳；是以所表現者固不如從事他種研究（如經學義理

之發明），尤其不如逕付諸政治、軍事等等行動之明白易見而已。茲舉一例：以乾嘉著名考據學家錢

大昕來說，彼亦非無經世致用之精神者。牟潤孫先生對此有所論述，對大昕經世致用精神，尤其譏刺

暗諷清朝的微言，闡釋發覆極透闢，其文章值得參看。牟潤孫，〈錢大昕著述中論政微言〉，《明報月

刊》，1981 年，第十二期；1982 年，第一期。唐先生比較未能注意、發覆考據學著作此等隱晦的內涵

及相關意義，而只肯定考據學（考據著作）本身之價值，這是比較可惜的。此所謂一間未達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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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心學之流弊，亦不無補偏救敝之作用。 

先生雖心繫宋明儒學，但對顏、李、焦、戴等人的哲學亦能指出其優勝之處，先生云： 

……更接近今所謂現象主義、實用主義，與自然主義。從此處看，他們之思想，似更

能去掉宋明理學家之形上學中，許多理論上的困難，使哲學更合常識，更可實用。因

照顧人情，亦即免掉了人之以意見為天理，以理殺人之流弊。這些長處，我們亦可予

以承認。19
 

然而，從思想與整個文化精神之關係上看，即從大是大非處看，先生又不能流於鄉愿而不深

斥清儒之非是。先生云： 

從整個文化精神上看，一般人之只接受一種現象主義、實用主義、自然主義之思想，

恆表示一精神之降落。也許朱子之理先氣後之說，陸王之心即孙宙，人之良知為即造

化之精靈之說，是不易接受的，或錯誤的。但是一個時代的人，崇尚此種理想主義或

近乎唯心論之思想，卻至少表現一真正向上的自強不息之精神。……人在真自尊自重，

自信自覺的時候，絕對不會貶抑精神之重要、心之重要的。聞孙宙即吾心、吾心即孙

宙，人之良知即造化之精靈，縱然不解其義，未知其理，亦必樂聞其說。絕不會輕加

毀謗為重主觀輕客觀的。20
 

可見理想主義、自強不息的向上精神是先生最重視的。清儒固務實，但所倡導者猶現象主義、

自然主義而已；恆表示一精神之降落！清人從人之情欲處切入以談理，此固有其應理之一面，

但終非究竟之說法。先生明確指出云： 

顏、李、戴、焦等之喜歡講利用厚生，講錢榖兵刑，講欲當即理，於情之孚應處見理。

固是一使人與人上下左右間，更能互體貼關恤，和協輯睦，相生相養，以凝翕社會之

道。但就流弊說，把情欲放在第一，亦有流弊。……從根本上說，講情講得好必合理。

講理講得好即含情。戴焦等所說之積極義，在原則上宋明理學家何嘗否認？但講情，

是偏重個體與個體相與之際說。講理，是偏重普遍之涵蓋原則之建立說。……便於個

人之向上憤悱而不安於流俗之情，對歷史文化民族國家之情，對孙宙人生之全體之情，

不能真正講。此處全賴人依理之自覺，以推擴充實其情之量，而至於其極，而後能即

情以見性之全。當下即情見性，只是一面。依理充情見性，又是一面。所以性即理一

句話不能少。故將清代之思想家如顏、李、戴、焦之倫，與宋明理學家精神相比，則

見其終遜一格。……自尊尊人，即不能甘於同胞為異族之牛馬，受異族之統治。他必

求自己建立國家，自己建制立法，自己延續自己民族自己文化之生命。這個自己建立

                                                        
19 上揭〈中國清代以來學術文化精神之省察〉，頁 107-108。 
20 上揭〈中國清代以來學術文化精神之省察〉，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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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之要求等，乃出於心之要求主宰自己，出於民族之自尊心，亦並不為甚麼。這是

一種依理而生，不容自已之情。又人愛當前所見之同胞，愛自己之生存，必愛自己與

同胞共同所自來之祖先，必尊自祖宗傳來之歷史文化。21
 

是先生除從學理上指出清人情欲論之非究竟義而終遜宋明儒一格外，最重要的是點出清人此

種論說「對歷史文化民族國家之情，對宇宙人生之全體之情，不能真正講。」所謂「不能真

正講」，是指不能契入而有所體認也。其結果必然演變為「同胞為異族之牛馬，受異族之統治」

而無所自覺了。唐先生因深悉此學理上之流弊對國人民族文化影響之深遠，故不得不為發聾

震聵之獅子吼。 

清人學術，尤其乾嘉期間，乃以訓詁考證為主流。此種客觀研究，固有其精神及價值在，

此上文已及之。然而，其從事者所具以自圓其說之學理則甚為值得商榷。唐先生說：  

至於清代之訓詁考證之學，誠然表示一種客觀研究的精神。……說必頇先將書中之一

切，考證訓詁清楚，乃能知古人之道，並不錯。但謂道在古人之書，無形中即否認了

離書以直接求孙宙人生自然社會的精神。以道只在古人之書，則一日書未明白，便無

道之可言。此全是孟子所謂義外之論。……此種態度，將不免訓練出一被動之心態或

精神。……宋明理學家，以道無不在，道在古人心，亦在自己之心，讀書只是求啟發，

要人自動求理，則縱不必能發展出自然科學，亦必另重直接求道之學。而清代漢學家

之精神，則兩頭皆不著邊。不敢說為考證而考證，不說考證本身即有真價值，而說為

了道在古人之書；即既非為真理而求真理之精神，亦限制了思想能力之運用。……清

代漢學家之說道在古人之書，以詆諆宋明理學，無形中斵喪了人之自動思想之精神，

狹窄了學者之眼界胸襟，使學術成私人之事，而不能以樹立民族之公共精神為目的。

這在效果上，是非常不好的。此種空氣之餘毒，亦及於民國以來之一些以科學方法整

理國故者。22
 

上段文字非常重要。其要旨有三： 

（一） 中國人重視道（精神、義理）。就不同書籍對道之表達型態來說，經書乃離事而言理

者也，史書乃即事而言理者也。而理即道也。然而，離事言理也好，即事言理也好，

其同承擔載道之功能，則經史無以異也。中國人說「文以載道」。此「文」字，吾人

不必從狹義面之文人所撰著之文章視之，然則經書、史書，莫不同為「文」，故莫不

同載道也。23
 清人謂道在古人之書。如其意乃指：可透過古人之書以求道，則此語並

                                                        
21 上揭〈中國清代以來學術文化精神之省察〉，頁 108-112。 
22 上揭〈中國清代以來學術文化精神之省察〉，頁 113-114。  
23 「道」一字可有多種涵義。唐先生《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卷一，〈導論上－道之名義及其類比〉

有非常深入及廣泛之討論，可參看。今只取其常識義而從文章之功能來說。中國人說文章有載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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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錯；但此語不可無限上綱，而認為道只在古人書中求得，此外則別無道！此則千錯

萬錯矣。道自在天壤，此即上引唐先生文所謂「道無不在」也。而凡人皆可以自求而

得之，讀書為求得此道之眾多途徑之一而已。視書本為求道唯一之途徑，固已狹矣，

蓋道24
 不必然在書本上也。清人更進而視對書本作考證訓詁為求道、明道之唯一途

徑，則更是狹中之狹。唐先生之指斥極中肯綮。 

（二） 考證訓詁自有其為學之客觀價值在。然而，清人又不甘於此為學問而學問之追求，而

必說為了追求古人書中之道而進行考證訓詁之學。此則無視考證訓詁之學本身之價值

了。 

（三） 清人否定了考證訓詁學之客觀價值，則同為依於客觀研究精神而可藉賴考證訓詁學為

契機而生起之自然科學亦由此而不能有所開展。惜哉！ 

總而論之，依唐先生意，清人既否認為學問而學問之客觀價值，又否認離書本而仍可以直接

求得宇宙人生自然社會的精神（即所謂道），則「清代漢學家之精神，則兩頭皆不著邊」也。 

唐先生類似之論說亦見於自序於 1951 年之《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一書。可見先生前後

兩年（1950、1951）論說之前後一貫。然而，該書所論又有更進於〈中國清代以來學術文化

精神之省察〉一文者。其中第四章〈孔子以後之中國學術文化精神〉即云： 

清儒之精神，蓋非中國昔所謂求智，而亦非西洋之求智。只可謂為求知古人之真意或

求信實之精神。而清代哲學、文學、藝術、宗教、政治，皆難言特殊之創造。25
 蓋皆

不外求能老實學古人而近真，堪自信與被信為能傳古人之衣缽，承過去之文化而已。

然此求信實之精神，自為一時代之新精神。清人蓋善模倣，而於漢人經學，魏晉唐宋

之詩文，與宋明程朱陸王之理學，元明之畫，與明代以來之禪宗淨土，頗能善學，求

保存勿失。此求如實保存中國文化，即清代文化之特殊精神。……清人重考證，似科

學精神，而研究對象為歷史文物，其精神為求知古史文物之實際。26
 

上引文之有進於〈……省察〉一文者，有兩端：一為唐先生指出清學善模倣，然缺乏創意。

另一為此求信實之精神，乃一時代之新精神。假若清人肯定此精神本身之客觀價值而非藉此

                                                                                                                                                          
志兩大派（兩大方向、功能）。今茲所謂「道」乃相對於「志」（心志、情感）來說，則「道」乃指超

越個人之情感、個人之心志而為一客觀精神、客觀義理來說。本此，則所謂「載道之文」則指肩負、

承載此任務之文章而言。 
24 套用上引唐先生一段話的用語：道可說是「孙宙人生自然社會的精神」。 
25 史學上亦如此。有謂宋、清皆中國史學上最輝煌之朝代，此固然，惟宋人之成就在開創，清人則善孚

成，蓋補苴彌縫而已。然彌縫罅漏亦自有貢獻。 

26 上揭《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頁 53-55。余英時嘗云：「……要之，就清儒來說，如何通過整理經典

文獻以恢復原始儒學的真面貎，其事即構成一最嚴肅的客觀認知的問題。」此與唐先生所論如出一轍。

余說見所著《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香港：龍門書店，1976）〈自序〉，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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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求道，並進而超越此故紙堆中之學問而能進一步探討自然界之事事物物，則可開創近代之

科學無異。清人不此之圖，惜哉！然而，吾人亦不宜說清人全不注意、不重視自然科學。唐

先生撰寫於 1954 年之〈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一文，其中論及〈清代學術之重文物文字及人

文世界與自然世界之交界〉時即說： 

清代人在學術思想方面，則大均……忽略民生日用及現實社會中之種種問題。……清

代人之注重感覺經驗中之事物，即除頇有人文歷史之知識外，兼頇有種種對非人文的

自然之知識。而清代人之注重感覺經驗世界的問題之人文精神，便同時是一必然要引

人注意到「非人文的自然世界的人文精神」。專研究非人文的自然世界之思想，即自然

科學之思想。由此而由清代之人文精神，即理當接到，對西方輸入之自然科學思想之

重視。而清代大學者，亦多已能重視天文輿地與數學等科學。……27
 

此段引文最可注意者為：「清代大學者，亦多已能重視天文輿地與數學等科學。」此確為當時

歷史上的實況。然而，上引文更值得注意者為：「理當接到，對西方輸入之自然科學思想之重

視」。其中「理」一字，最值得玩味。換言之，唐先生意謂，按理當可接上西方之科學而開創

一新局也。惟可惜的是，理歸理，實歸實。清人「不按牌理出牌」；是以實未能接上西方之科

學，而新局便可望而不可及了。一間未達，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悲乎！痛乎！上引文另一

值得注意者為：清人在學術上，相對的是比較「忽略民生日用及現實社會中之種種問題」，顏

李或可為例外矣。 

以上引文出自撰寫於 1954 年的〈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一文。20 多年後唐先生仍維持其

一貫的說法。出版於 1977 年的《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自序於 1976）即如是說： 

中國文化之大墮落，則當說始於滿清部族政權，摧殘中國文化中之民族觀念，繼而只

重傳統歷史之文獻之整理與保存，而不重傳統歷史中之人文社會之理想之實現。此時

代中負文獻之整理保存之責之學者，其分別研究文獻，加以整理之工作，日益分化為

種種專門之文字、音韻、訓詁、金石、校勘、版本、目錄之學，以各為一專門之業，

亦類似西方近代科學之日益分化為專門之業。然清代士人之只活動於書齋，而不能大

活動於社會，即使學術缺乏化民成俗之效。28
 

                                                        
27 原載《祖國周刊》，十卷九期，1954 年 5 月。今收入《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1974）。上引文見頁 36。在上引文中，唐先生數度用「人文」一詞。其中有就狹義來說，亦有就廣義

來說。就狹義來說，自然科學固非人文領域內之事；就廣義來說，則自然科學亦人文領域內之事，蓋

自然科學，其最終目的亦必以人為依歸也。讀者勿以此而誤會唐先生，以為唐先生用語前後矛盾。 

28 《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7），下冊，頁 1141。梁啟超等學人強調清代學

術（含考據學）的發展，主要是對宋明理學的一個反動；且在滿清部族政權高壓下不得不埋首於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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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說法與以上引錄的 1950 年、51 年和 54 年三文獻大體上無殊異，是可知唐先生之思想二十

多年來皆前後一貫也。 

四、清學的方向及其七型 

一般學人是按照清學的發展時程，依次分為明末清初經世致用之學、清中葉考據學、清

末公羊學和經世變法之學。梁啟超則依佛教生、住、異、滅之流轉的說法而把清學分為啟蒙

期、全盛期、蛻分期和衰落期，即共四期；29至若以領域來分類，則分為經學、史學、程朱學

派、實踐實用主義、科學等等；梁氏又進一步以〈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為名，而把

小學、音韻學、校注辨偽輯佚等學問，及方志學、地理學、傳記譜牒學、曆算學及其他科學、

樂曲學等等，皆納入其中。30
 

唐先生雖然是哲學家和哲學史家，但亦甚為關注學術思想史的發展和研究。本文以上兩

節即可概見先生之眼光和慧解。其晚年鉅著《中國哲學原論》中之《原教篇》31把清代學者的

思想方向分為七型32。其論說如下： 

此清代學者之思想方向，自其別于宋明理學家之向上向內而言，可說其為向外向下。

然此非劣義之向外向下，此乃優義之向外向下。此向外向下之優劣二義之分，如逐物

為劣義之向外；則成物為優義之向外。順私欲為劣義為向下，則由上達而反于下學，

由極高明而道中庸，不只求上達，以自成聖成賢，而下同于民之情，以遂人之欲者，

為優義之向外向下。整個觀之，則清代學者之思想方向，其趣于一優義之向外向下者，

略共有七型態之殊。33
 

個人必須再一次指出的是，唐先生論學，永遠是正面（優義）和負面（劣義），都能兼顧

的。此上文已有所說明。其中說到，撰寫於 1950 年的〈中國清代以來學術文化精神之省察〉

一文，嘗指出云：「此三百年中，中國學術文化精神之反宋明，乃一方表現進步之勢，……」。

唐先生所說的「進步之勢」，乃指清人注重客觀之研究而言。然而，〈中國清代以來學術文化

                                                                                                                                                          
訓詁的故紙堆中。梁說見所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以下各單元：單元一：〈反動與先驅〉；二：〈清

代學術變遷與政治的影響（上）〉；三：〈清代學術變遷與政治的影響（中）〉；四：〈清代學術變遷與政

治的影響（下）〉。其中部族政權的高壓政策導致了考據學的產生，這個說法和唐先生現今的說法大體

上是一致的。余英時則另有解釋。彼從所謂內在的理路（inner logic）來說明清代學術乃宋明理學發

展之必然產物。參上揭〈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一文，見《歷史與思想》，頁 121-156，尤其頁

123-125。 
29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台北：商務印書館，1975），頁 2；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

海：中華書局，1936），頁 12。 
30 上揭《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目次〉。 
31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香港：新亞研究所，1977）。 
32 先生於《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頁 708 註明此部份的討論乃撰寫於壬子年（1972）。 
33 上揭《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頁 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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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之省察〉一文，以至其他稍後所撰著之文章，並沒有像上引文之能從向外向下的觀點來

肯定清學的。由此可見撰著於晚年的《原教篇》，其論說確有進於以前各文之處。從成物之「向

外」觀點肯定清學，這個容易理解。然而，就「向下」的觀點來說，一般人看到這個「下」

字，恐怕自自然然會想到負面上去。唐先生能夠從「下」而想到正面上去、優義上去，這是

很值得注意的。先生的思想是很富有辨證色彩的。34
 個人誦讀先生書，經常碰到先生所提出

的問題在義理上不知如何處理、如何解答的時刻。然而，順著先生的文章讀下去，問題便迎

刃而解，時有「山窮水盡疑無路，柳陰花明又一村」之快感。當然，現今我們不必在這個「下」

字上打轉。我的意思是，唐先生總是能夠正面看問題、從光明處看問題。再負面的東西，再

負面的學說，唐先生總是能夠看到其正面的一面、有意義的一面。先生澤心仁厚、寬宏大量，

彼對人對事固如此；其治學亦然。此所謂心量使然也。所以就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來說，就

對人、處事、治學須自我擴大心量來說，唐先生都可以作為我輩的楷模的。 

先生把清學的思想方向細分為七型，其論說如下35： 

（一）此中之第一型態，為近人梁任公三百年學術史所嘗推尊之費密弘道書、唐甄潛

書所代表。……觀費唐二人所特重之問題，即儒者之道如何得弘于民間之問題。而唐

甄則儒而兼治生業。故更特感于「學與農工商之生業，如何能實相輔為用，以合為一

人之整個之生活」之問題。……在此點上看，西方之近代化社會，明更有此四民之業

之通流，以使知識分子之知識道德，表現于農工商之業之成就。費密、唐甄之書，于

三百年前提出此問題，即其識見之不可及者也。 

（二）其第二型態，即為世所共知之顏習齋、李剛主所代表之型態。……唯重對『禮

樂射御書數』之六藝之實行，乃顏李之學之真特色所在。……仁義之行之習，固只所

以使仁義之性充量表現也。然人之成其禮、樂、射、御、書、數等人文活動之習慣，

則別是一種習。……此諸人文活動，亦非賴後天之習慣不得成。若無此後天之習慣，

則人雖仍可說在德性無虧，然其人文之事業，則可有虧欠。……然凡此習齋所見者，

船山多已先言，而弘濶精深，大過之。惜習齋未能讀船山書耳。 

（三）此第三型態，為戴東原所代表之說。此即反對宋明儒之以理，為「得于天而具

于心，以天理與人欲相對」，而主「理在于物，而知于心」，以「理為情欲之不爽失」，

「自然而合必然之則」，以「同民之情，遂民之欲」為理之說。此戴氏之反對「得于天

而具于心」之性理與天理，初無是處。……戴氏之謂理在物，並求理之字原，于物上

                                                        
34 就西方哲學家來說，先生特別喜愛黑格爾（G.W.F. Hegel, 1770-1831）。黑氏思想以辨證法為最著名。

先生辨證式的思維方式蓋或源自黑氏。 
35 以下連續引文超過三千字。此與一般文章之作法稍不同。其原因有二。一為先生分別論述七型思想，

而每一型思想皆有其豐富之內涵，故篇幅上不容易作進一步之濃縮。二為企藉此使讀者更能親炙唐先

生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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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文理條理，賴「心之察之幾微，區以別之，然後見」者，則意在將此心知之活動，

導向于外，以細察客觀物理；更不由心之自具其性理天理，而專務自尊其心而自大。

則亦可謂有一直往向于客觀之科學精神，復可去人之「以主觀之意見為天理，而更持

此天理，由上而下以責人，致以理殺人」之禍。……此依理為是非，在孟子乃屬于四

端之末之是非之心。……清帝之據權位，而用理判罪；與昔儒之唯據理以抗勢者，正

相顛倒，亦昔所未有。東原見此以理殺人之事，本此以謂為政當先同民之欲，遂民之

情，將理置于第二義，更謂人當先求客觀之理，勿輕言理在吾心，致以吾一人之意見

為理，以違之者為大罪，而有以理殺人之禍，則皆不為無見。 

（四）其第四型態，為承戴東原之疏證孟子，由訓詁以言義理，更謂義理即在古人所

傳之經傳文字之訓詁之中，則義理不特不在天，不在心，以至亦不在客觀之社會，自

然之事物中，而唯存于此客觀存在之書卷文字訓詁之中，以唯治之者方為實學。……

焦循之學，不以一般之摭拾、據孚、校讎、叢綴之學為然，而務通核（《雕菰樓集〃辨

學》）。……由其詁訓之功，而對儒家之義理，亦有所發明。如其以通情言仁，亦足補

宋儒專依性理言仁之偏是也。阮元之為性命古訓，與《經籍纂詁》，亦于古訓之明，未

嘗無功。唯若以此而謂義理唯在漢以前人之書籍文字之訓詁之中，後此之書籍文字，

更無新訓詁，無新義理，而除在書籍文字訓詁所說之義理之外，更無「尚不為文字所

陳述之人心與天地萬物之義理」，則萬不可說。今若只標「訓詁明而後義理明」，而不

知必頇人先于義理，亦有所明，乃能明訓詁。由此而排斥宋儒義理之學，亦無知而妄

作。唯其言之意，若只在教人讀書，勿望文生義，以一字之今義為古義，當求如實知

古人文字所表之意義，以知古人之心思，而即以擴大我人之心思，則其旨亦不可謂非。

然若如此，則仍是為明古人心思中之義理，以使我之心思，多具義理，而後為此文字

訓詁之業。此文字訓詁之業，仍只為手段，而非目的也。 

（五）其第五型態，為與戴東原等乾嘉諸老同時，而名不聞于當世之章實齋所代表之

型態。36
 章實齋之學，要在史學，其史學于史法外，兼言史意、及作史之才學識、與

史德。37……其言「三人居室而道形」，則代表其對道之根本觀念。……此實齋所謂道，

                                                        
36 章學誠固不若戴震、錢大昕等乾嘉諸老之聞名於當世。然而，當時人知之者仍不少。唐先生有此看法，

或受胡適《章實齋先生年譜》的影響而來。胡說見該書〈自序〉（胡序）。胡說：「那班『擘績補苴』

的漢學家的權威竟能使他的著作遲至一百二十年後方纔有完全見天日的機會，竟能使他的生平事蹟埋

沒了一百二十年無人知道。」此問題，筆者嘗為文予以探討，指出章生前或確不若戴震、錢大昕等等

漢學家之知名，但也絕不是如胡適所說的「生平事蹟埋沒了一百二十年無人知道」。黃兆強，〈同時代

人論述章學誠及相關問題之編年研究〉，《東吳文史學報》，第九號，1991 年 3 月，頁 103-136。 
37 就史意、才學識，以至史德等項目來說，唐先生在這裡的論述是頗有問題的。先生一方面是漏讀實齋

的相關論說；再者，亦輕信了實齋之言。茲前言前者。《文史通義〃史德篇》載：「劉氏之所謂才學識，

猶未足以盡其理也。」據此，則章氏雖以劉說為未周延，但未嘗以才學識三端為一已自身之發明明矣。

唐先生此處則以此三端為章氏之發明，蓋漏讀上引《文史通義〃史德篇》之相關文字，或雖讀，然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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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專指人之群居之道而言。群居而有政，則群居之道，以政道為要。實齋正本此而由

六經之初掌于王官，謂其皆先王之政典，亦即史官之所執掌，故言六經皆史。其《文

史通義》、《校讎通義》，論中國學術原流，亦即本劉班之說，而謂中國學術之原于九流

六藝，即原于王官。又謂古之學者之言，亦皆為「不離事而言理」之公言。其重各世

代之政典，以言時風，重各地方之方志，以觀土風，皆意謂唯由此可以見人之群居之

道與政道。然此限道于人之群居之道與政道，于道所見者實甚狹。……人在獨居之時，

亦自知誦詩為樂。二人相與即有禮。豈必三人群居乃有詩禮樂？亦非有政事，而後有

種種人文學術思想也。政事亦人文社會中一端之事耳。即在中國古代，亦必政事與其

他之人文學術思想，互相影響，然後有六藝之文、九流之學。不可以六經唯是先王政

典，九流只出于王官所掌之藝也。由實齋以六經為政典，乃更謂唯周公之德位兼備，

以政攝教者，為先聖，孔子之承周公以設教于後世，只可稱先師。此則不知聖初是成

德之名。聖為百世之師，即稱師。孔子未得位以政攝教，何傷于其為聖？今必謂周公

以政攝教，乃稱為聖，即無異尚政而輕教、尚位而賤德。此則生心害事，其言之流弊，

可及于今日之禍者。又其論史能知時風土風之要，而志在修史，固高于只以考史為史

學者萬萬。然實齋論史，而不見其重特立獨行、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之歷史人物或偉

大人格。此則不如馬遷之書，能及此者。……然實齋之重人之群居之政道，則自表示

其重客觀存在之群體，而本之以觀學術文化之全體之思想態度；此態度，則足以成其

言學術源流、言時風土風之史學。則其所得，又足償其所失者也。 

（六）其第六型態為清嘉道以後之今文經學家之所代表。此清代之今文經學，乃沿清

初學者重注疏之學先上溯至東漢之馬鄭、賈服之學，再上溯至西漢之今文學家之學而

致。……今文經學之傳，至龔定菴、魏源，則由說經而重說世事之變，而連于史。故

自珍《古史鈎沈論》，亦有九流六藝皆出于史之論，頗同章實齋之說。然龔魏論史，而

                                                                                                                                                          
心滑過。至於輕信實齋之言，吾人先引錄實齋相關文字如下。《文史通義〃家書二》載：「吾於史學，

蓋有天授，自信發凡起例，多為後世開山，而人乃擬吾於劉知幾。不知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館

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截然兩途，不相入也。」其實，劉氏又何嘗只言史法，而不言史意呢？許冠

三先生對此有相當深入的討論。至於史德一項，一般人以章氏撰有〈史德〉一文，大倡史德之說而以

為史德為章氏之發明。其實，此又不盡然。章氏固大倡其說，然不得謂史德之提倡乃始自章氏。折衷

來說，“史德”一概念或源自章氏，然不得謂史德之踐履乃自彼之大力倡導而始有。即以劉知幾來說，

彼所重視之史識，其內容早已涵蓋史德了。《舊唐書》，卷 102，〈劉子玄傳〉載知幾答禮部尚書鄭惟

忠所問時說：「史才頇有三長。……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猶頇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

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為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所敵者矣。」知幾雖未明言「猶頇好是正直，

善惡 

必書」以下所論為針對史識而發，然其前所論乃針對史才及史學而發，則今之所論，按上下文脈，必係

針對史識而言者，不亦彰著顯然乎。然而，唐先生不細察，以至輕信了章氏之大話。許冠三的相關討

論，見《劉知幾的實錄史學》（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3），〈劉章史學之異同〉一章，尤其

頁 163-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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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評論及于當今之政，則與章實齋之只意在成其史學，而未嘗評及時政者不同。……

此二人之論世變，皆于幾先著眼，而不勝其憤與憂（魏源《海國圖誌〃敍語》）。此即

不同于昔之為奏議者，多就當今之事而言；……而與前此之為公羊學者，尚止于經生

之業者，大有不同。由龔魏之承此公羊學，以論時政，再進一步之發展，則為康有為

之本公羊之學，以言變法改制。……至于康有為之思想，則由其《大同書》以觀之，

初蓋純為一慕在未來之政治思想，而以小康之政為其過渡。此即兼與西方之社會進化

之思想相結合。康之受廖平之影響，而作《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考》諸書，則初

承清代之考證學之風，而歸于謂孔子與先秦諸子之言古代歷史政制者，皆是托古改制，

又謂為古文學之劉歆，則是造偽經，以助王莽篡漢者。循康氏之說，則古文之經，固

非信史；孔子之作六經，亦是托古改制，而非信史。……于是此清之公羊家之學，遂

無異以尊經為史始，而以化經為偽史終。……誠如其說，六經皆孔子之託古，則其經

學之著，亦可被人視為託孔子，則皆可疑而不可信。是不待民國以後之疑經廢經之論，

而康氏已自開此疑經廢經之幾于先矣。 

（七）至于清末之為古文經學者，則可稱為第七型。此中如孫詒讓為《周禮政要》，亦

欲用之于為政。章太炎又駁劉逢祿《春秋左氏傳》之著，而以古文之《左氏傳》為信

史，以劉歆與孔子，並為信而好古之史家。太炎于晚清，言義理以老莊、佛學、魏晉

之名理為宗；並以孔子之功唯在佈文籍于民間，以平階級。以太炎與有為較，有為推

尊孔子至于六經皆其改制之著，而孔子之大，遂空前，而前無所承。太炎以佈文籍言

孔子之功，並本佛學以衡後世之儒學，至以《易》、《庸》為外道，以宋儒為鄉愿。而

自謂其所見，「秦漢以來，未嘗睹是也」；則孔子之學遂絕後，而後無能繼。此即亦正

開薄孔非孔之幾，而非太炎始料所及者也。然太炎治史而本明亡之痛史，與孫中山先

生共倡言革命，既復漢民族之讎。而五族共和之民國肇造，二千年之君主之制廢。此

由清代之思想方向，向外之現實政治看，更轉而向下求社會民間之力量而成之革命，

乃昔所未有，則正為此三百年向外向下之思想方向所獲致之一大成果也。 

然此清末之古今文之經學家之思想，又兼與佛老之道合流。……然此儒佛之學之為用，

僅在為達一時之現實政治之目標，而成仁取義處表現，亦即只為儒佛之道之一向下、

向外之運用所成之表現，固不足為儒佛之學之本質所在。然中國近世學術思想中，自

有此晚清之儒佛之學之合流之一段，然後更有學者之由佛再歸于儒。今由章太炎之崇

佛抑孔，至歐陽竟無先生之孔佛並稱，再至梁漱溟、熊十力二先生由佛入儒；亦可見

中國固有思想之慧命之流之相續不斷者也。…… 

一言以蔽之，則吾固不謂此數十年中中國思想之慧命更不流行，亦不以此數十年中之

中國人，有眼皆盲。唯此數十年來中國人之學術思想方向，仍大體是順清學之所趨，

循向外向下之方向而行，乃或唯見客觀外在之文物與文字，而不知文化與人物；或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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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重現實之社會政治之問題；乃皆不能如宋明儒之思想方向之向內、向上而用。……

今能以「不薄今人愛古人」之道觀之，則更可見中國思想之慧命之流，自上古以至于

今日，由今日以至來世，其道皆承先以成其富有，啟後以成其日新，而於穆不已，亦

必將永不已。 

要言之，以上七型：（一）費密、唐甄所代表者為發明儒者之道如何得弘揚於民間，以至儒而

兼治生業的問題。（二）顏元、李恭所代表者為實踐「禮樂射御書數」之人文活動於現實社會

之問題。（三）戴震所代表者為反對宋明儒之「得于天而具于心，以天理與人欲相對」的理學，

而以「同民之情，遂民之欲」為理的問題。（四）戴震、焦循、阮元所代表者為「訓詁明而後

義理明」、道存乎古人之書中的問題。（五）章學誠所代表者為論史能知時風土風之要旨，並

強調修史要具備三長、四長及倡言群居而道形之問題。（六）康有為所代表之今文經學派乃認

為六經皆孔子為托古改制而成之製作的問題。（七）章太炎所代表之古文經學派乃以孔子為古

之史家，以傳佈文籍為孔子之功的問題。 

以上的引文，最值得注意的是，唐先生除對第一型比較全面予以肯定外，先生於肯定其

他六型之學說之價值及貢獻外，必同時指出其不足之處，甚或謬誤之處。換言之，各家學說

之正負面、優缺點，先生都能兼顧到。唐先生論學之能為持平中肯之論，即今所謂平衡之報

導者，於此亦可以概見了。 

尚有另一要點必須指出的是，唐先生的學問非常廣博，以上引文可見一斑。茲舉七型學

術思想中之第五型，即章學誠一型，以概其餘。在清代學術思想中，章學誠固為大家。然而，

唐先生為哲學家、哲學史家及新儒家之代表人物。一般來說，章學誠是被定位為史學家、歷

史理論家、歷史哲學家、方志學家、目錄學家，而不被視為哲學家的。是以很少哲學家或哲

學史家會特別關注章學誠的。唐先生則不然。上所引相關論述只聊聊數百字。然而，章氏學

術之各大端在唐先生獨具隻眼的燭照洞見下皆一一朗現明白而無遺漏。舉凡史家特重史德、

三人居室而道形、六經為王官之學為政典而倡言六經皆史、論中國學術源流本乎劉班之說、

古之學者之言皆為「不離事而言理」之公言、據時風土風以言史言方志等等的論說，唐先生

都一一把握得非常穩貼妥當。筆者二十多年前所撰寫的博士論文就是研究章學誠的。一百多

年來前賢對章氏的各種專文專書的相關研究，筆者敢說在撰寫博士論文時都看過了。但對章

氏學術各大端能夠言簡意賅把握得如此妥貼的，則實在少見。大家即是大家，高手就是高手。

個人對君毅先師佩服得真的是五體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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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清末學術思想未能重視民族生命文化生命 

唐先生論述清末思想及民國初年之思想，極具洞見卓識。38
 今只扣緊民族及文化兩端撮

述之。茲先引錄先生之言如下： 

……一切反動力可以革命，但皆不能建國。……縱然別一民族把我統制得安居樂業，

既富且強，有自尊心的民族，亦不屑。不屑就是不屑，此外，不頇說別的。此處方見

真志氣。……要維持一革命成功後，民族之積極的志氣與自尊心以建國，全靠有一時

之宣傳價值外之學術。而此學術，必頇是由社會直接生長出的，不能臨時製造。然而

清末之學術，從以前之文化風氣社會風氣中長出來，原不夠擔當建立民族生命文化生

命，以開創國家之使命。真正之建國思想，必頇能發揚鼓舞人民之生命精神；必頇注

重本於理性之普遍原則之樹立，以求凝翕分散之個人的生命力精神力；兼必頇能與該

民族過去之文化生命，涵接貫通。然後基礎深厚，力量乃源源不窮。這個意思，先秦

儒家了解，漢儒了解，宋明儒亦了解，然而清人就不能了解。康梁譚章之才情人品，

均極有可愛可敬處。他們豈不亦講中國之歷史文化？但是他們當時都不肯接上中國儒

家之傳統。……他們只有橫的一切個體平等之社會意識，與企慕將來之社會意識。而

不重積極發揚充實民族之生命力，精神力，及凝翕分散之個人之普遍原則之建立。亦

無對於民族生命，文化生命之客觀存在，積極加以肯定，承前啟後以建立一頂天立地

之國家之意識。……浪漫之幻想，消極的批判，由反感反動而生之思想學術，終不能

凝翕民族之精神，以建國，豈不令人悲嘆。39
 

以上唐先生論說清末志士仁人雖才情意氣極豪邁，但仍不足以承擔建國的使命。究其原因乃

緣乎不能承接賡續傳統歷史文化之精神；民族生命力與文化生命力遂由是不得積極充實與發

揚。建國遂成泡影。上引唐先生的論說，細析之，其要點如下： 

（一） 「一切反動力可以革命，但皆不能建國。」蓋一切反動力皆消極的力量，破壞有餘，

建設不足。 

（二） 不屑外國人統治我國。「不屑就是不屑；此外，不須說別的。」唐先生雖仁柔忠厚，

但於節骨眼處，是拿捏得非常穩當的。人必須要有人格，國家、民族亦然。國家生命、

民族生命之自身必須要挺立自存，絕不容外人越俎代庖。 

（三） 民族能否挺立自存要靠自尊心及志氣。此則必須仰賴與之相應且生根於故有傳統社會

之學術與文化。「基礎深厚，力量乃源源不窮。」然而，清人對此缺乏相應之了解。 

                                                        
38 詳參上揭〈中國清代以來學術文化精神之省察〉一文中〈論清末思想〉部份；上揭《中華人文與當今

世界》，〈中國現代社會政治文化思想之方向，及海外知識分子對當前時代之態度〉一文亦宜並參，尤

其頁 631-633。 
39 上揭《人文精神之重建》，頁 11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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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康梁譚章之才情人品，均極有可愛可敬處。」然而，因為缺乏「承前啟後以建立一

頂天立地之國家之意識」，故終不能凝翕團聚民族之精神以建國。這是很可惜的。 

上引唐文撰寫於 1950 年。當時大陸剛易手，唐先生有感於中共政權以蘇俄為祖國，國家民族

遂名存而實亡；又以馬列主義、唯物主義為指導思想，傳統文化由是斵喪無餘。是中華民族、

中華文化，皆無復存在於天壤間也。上引文字固針對清末國人建國方面民族未能挺立、文化

未能承前啟後而發；然而，蓋亦有感於赤炎橫流而回思逆溯歷史而生起之時論也。果爾，則

先生實未嘗一刻忘情於現實時局而不意存經世亦可知矣。論歷史必究極於時政，否則其論說

即為虛發、為戲論。論時政必溯源於歷史，否則即為無根源、無本始。有眼光、有抱負之知

識分子蓋當如是也。其實，先生一輩子治學、論史，未嘗不以光暢吾華夏民族之生命、弘揚

吾炎黃文化之精神為畢生職志、為終極關懷。上引文撰寫於唐生生中壯年時期之 1950 年。40
 先

生之心志至老未衰，其撰寫於晚年 1972 年之另一文41，其中心意旨亦猶是也。其文云： 

對中國近代之歷史文化思想的演變，我們可姑從太天國之亂【說】起。太平天國之起，

最初當然代表漢族的民族主義。但是其主導思想，卻是一變態的外來的基督教思想。

由此而要廢棄中國傳統的倫理，以孔子之經書為妖書，造出上帝鞭打孔子的神話，到

處焚燒孔廟、佛寺。此可以稱為最早之文化大革命。……曾國藩等所代表傳統的文化

主義的觀點，雖然打平了洪楊，卻亦對中國後來之政治社會文化，不能有更多的建樹，

仍無補於晚清之喪亡。此二者合起來，證明一件事：即中國文化與中國民族，必頇兩

足同時站起來，不能跛腳以站起來。此一大事件之教訓，即指示了以後中國從西方之

侵略中站起來的根本方向。42
 

人要站起來必須兩條腿，否則無法平穩；要走路更須兩條腿，否則無法順暢。同理，國家要

自存，並穩步前進，亦必須兩條腿。自家民族、傳統文化即國家之兩條腿也。唐先生以上所

論，一言以蔽之，即此意耳。先生進一步說： 

由此說到清末之變法與革命。變法派的康、梁思想，所注意的是政治制度的改變。……

康有為之大同思想，本是超種族主義，亦超民族主義者。梁啟超初只主張變法，而反

對革命；並認為如經革命，則中國必有長時期之混亂。他在清末有一文章，曾作此一

預言，幾全部應驗。我後來讀了此文，曾十分佩服他之遠見，並曾以為如康梁之君主

立憲能成功，更是中國之幸。但是在清末，中國民族與文化思想，必頇同時站立起來

之大方向已定，所以康梁終於失敗。孫中山、鄒容、章太炎、黃興之革命運動成功。

                                                        
40 先生出生於 1909 年。1950 年，先生年 42，故為中壯年無疑。 

41 先生壽終於 1978 年，故 1972 年為先生之晚年無疑。 
42 上揭〈中國現代社會政治文化思想之方向，及海外知識分子對當前時代之態度〉，《中華人文與當今世

界》，下冊，頁 631。（文章寫於 1972，乃演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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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特提到鄒容、章太炎，因「中華共和國」之名，首見於鄒容之革命軍一書。鄒當時

只是十九歲的青年，二十一歲死於獄中。此書是章太炎為他作序。……但在政治上說，

孫中山與黃興，當然更重要。……孫中山先生的思想，並不以精深見長，但在晚清，

與他人相比，則顯然最平正博大，所以才為人們所歸往。 

在清末民初另有一思想，亦值得一提，即當時之無政府主義。章太炎之五無論之一無，

即無政府。民國初年孫中山的同志朋友，如吳稚暉、李石曾皆是無政府主義者。民國

二年有劉師復，極力鼓吹無政府主義。前天到新亞來講演之黃文山老先生，早年亦是

信服無政府主義者的。43
 

以上引文，其重點仍在於發揮民族與文化乃國家存在與發展之兩項必要條件的問題，今不贅。

惟值得指出的是，唐先生的學術專業為哲學，但其歷史知識之廣博絕不在一般史家之下。其

中論述康梁章孫之處，固老嫗皆知之歷史常識。然而，其論說鄒容，則揭示其卒年；語及「中

華共和國」之名，則指出首見《革命軍》；復知悉太炎先生為之作序。凡此種種歷史知識，蓋

非深邃於中國近現代史不可。44
 再者，知章太炎、吳稚暉、李石曾、劉師復、黃文山等等之

為無政府主義者，此又非嫻熟中國近現代史不可也。其實，以上只是隨文舉例而已。先生對

國史，以至對世界史之嫻熟，只要稍一翻閱先先全集中論述歷史、論述文化之文章即可概見。

史學（歷史知識）固為史家必須具備之要素。然而，此不足以使之成家。史家有所謂三長、

四長，其中史識尤為關鍵。唐先生以哲學家之睿智，復輔之以正大光明之存心，恆能發明、

發現歷史事實之可能意義與理想意義。45
 換言之，其史識尤為高卓，此則非一般史家所可企

及者也。 

六、餘論 

唐先生論述清代學術之文字相當多，論點也不止上文所揭示之數項。蓋清代學術之面向

本來就相當廣泛。唐先生對此亦有所察識。彼云： 

誠然，清代之學問方面很多，亦不止上文所說的顏李戴焦之哲學與考證訓詁之學。此

                                                        
43 上揭《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下冊，頁 631-633。 

44 唐先生一輩子極忙。筆者嘗細閱《唐君毅全集》中之《日記》。先生幾乎一輩子從事教育行政工作，

嘗為教務長、院長、所長、學系主任等要職，且因深具經世致用精神，是以民間文教活動亦積極參予。

中年以前因生活所需而兼課鐘點相當多。是以先生能靜下來讀書寫作的時間並不太多。先生撰寫論歷

史、論文化的通俗文章或作相關演講，恐不暇細翻相關書籍。然而，先生學有根柢，且筆者懷疑先生

讀書過目不忘，是以其道述歷史、論說文化，皆能隨口而出，如數家珍焉。 
45 歷史事實之可能意義與理想意義問題，可參筆者〈唐君毅先生的歷史知識論〉一文。該文發表於鵝湖

雜誌社等機構所舉辦之第四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上。該會議舉辦日期為 1996 年 12 月 22 日至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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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有真正之史學、文學。如曾國藩、羅澤南，以理學為本，而平太平天國之亂。清代

經學之趨向，乃由反宋明而宗漢唐，由東漢而西漢，以求孔子之微言大義。晚清倡今

文學者如常州學派，更求明體達用，不安於文字訓詁之末，而關心國家政治。此亦未

嘗不表現一愛護歷史文化而求探本溯源之精神，與對民族生命之延續，有所負責之精

神。然而代表清代學術之精神者，乃當是如顏李戴焦之哲學與考證訓詁之學。46
 

以上各節主要是闡述唐先生觀點下的清代理學、考據學、清人思想之七型、清末學術及清人

不解宋明理學等等的問題。清代在經學、史學、文學等等領域，固有其成就與貢獻。此唐先

生非不知之者，上段引文即可揭示一二。惟唐先生以顏李戴焦之哲學與考證訓詁之學為清學

精神之代表，是以其他領域之論述便相對的比較少。筆者今茲亦從略而不贅。然而，即使以

上文所闡述之數端而言，已可概見唐先生學問之廣博無涯涘；且其識見高卓、愛國情懷淵深、

經世意識濃烈，則唐先生必永為吾等後學之楷模而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

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而永存曠宇長宙而為人世間之至偉大之心靈無疑者也！ 

                                                        
46 上揭《人文精神之重建》，頁 114-115。 


